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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司法改革与异常审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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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环境司法改革与绿色审计市场协同联动,是深化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创新举措.本文以环保法

庭设立为外生冲击,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２３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环境司法改革对

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法庭设立会降低异常审计费用.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环保法庭设立会促

进企业加强绿色创新、改善环境管理和提高环保投资,从而降低异常审计费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环保法庭设立

对异常审计费用的负向影响在司法环境较差、行政干预较强和环境执法较松地区,市场竞争激烈和重污染行业,

以及非国有产权和公司治理较差的企业中更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环保法庭设立会降低环境事项审计风险、

提高审计质量和缩短审计延迟.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环境司法改革在绿色导向的审计市场中的治理作用,为

司法部门健全环境司法体系、企业改善环境决策以及审计师优化环境事项审计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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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背景下,绿色导向的审计市场正逐步建立健全.绿色导向的审

计市场不仅能推动资源高效利用与污染防控,促进可持续发展,还能提升资本市场对绿色企业的识别

能力,增强市场公信力,更能加快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然而,绿色导向的审计市场

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表现为因环境事项引起的重大错报风险损害了企业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１][２],如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２０１９年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潞安环能”)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２０２０〕第ZA１１１７５号)中指出,潞安环能因环境治理恢

复基金管理办法变更确认了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预计负债２９．２５亿元,该金额涉及重大会计判断

与估计不确定性;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２０２２年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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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嘴”)的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２０２３〕第１００８８号)中指出,陆家

嘴子公司苏州绿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污染地块可能涉及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但管理层认为

这不应由本企业承担,该事项对财务报表存在重大影响.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１６３１
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环境事项的考虑»,注册会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应当考虑可能导致财务报

表重大错报风险的环境事项.因此,迫切需要治理因环境事项引起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更好地

健全绿色导向的审计市场.
治理环境事项引起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现代环境

治理体系包括环境执法体系和环境司法体系两大部分,二者相互配合补充,共同推动着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绿色税制改革等环境执法改革对环境事项引起的财务报表

重大错报风险发挥了治理作用[３][４],但仅靠环境执法体系的治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发挥环境司法

体系的治理作用.２０２０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强环境司法保障,设立专门的环境审判机构.当前环境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

在于设立专门的环保法庭,运用绿色司法理念赋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

(２０２３年)»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３年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的数量同比增长１５．９５％.与传统的环境司法

体制相比,专门化的环保法庭有助于优化环境司法程序、健全环境司法队伍、强化环境司法属性和降

低环境行政干预,从而更好地赋能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现有学术研究中,环境司法改革对环境高水平保护的赋能效应得到普遍认可[５],但对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赋能效应存在严重分歧[６][７].分歧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实践层面,环境

司法改革发挥治理作用是一个渐进过程,改革初期的治理作用有限,改革中后期才能呈现有效的治理

作用,由此导致差异化的治理效应.二是在理论层面,环境司法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会提

高企业环境诉讼风险,促使利益主体基于环境风险增加进行决策,表现为“风险工具”;另一方面则会

督促企业积极优化环境行为,促使利益主体基于环境行为优化进行决策,表现为“治理工具”.这两种

路径共同导致差异化的经济效应.就审计市场而言,环境司法改革在初步探索期产生风险效应,导致

审计费用上升[８],抑制了绿色导向的审计市场高质量发展.然而,随着环境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其
能否在快速增长期和平稳发展期发挥长期治理效应? 为此,本文将环保法庭的全发展周期纳入研究

样本,探讨环境司法改革对异常审计费用究竟是发挥风险效应还是治理效应,以期揭示环境司法改革

能否重塑绿色导向的审计市场,助推司法部门、审计师和企业的绿色协同.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突破了审计市场中环境司法改革的短期风险

效应认知,揭示了其潜在的长期治理效应.已有研究运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数据发现,环保法庭设立引

起的短期风险效应提高了审计费用[８],而本文运用２００５—２０２３年数据发现,环保法庭设立带来的长

期治理效应降低了异常审计费用,这突破了环境司法改革的短期风险效应认知.究其原因在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正处于环保法庭的初步探索期,而２０１５年及以后年份则是环保法庭的快速增长期和

平稳发展期,已有研究仅是本文的一个子样本检验结果,且只关注了初步探索期的短期效应.本文通

过将环保法庭的全发展周期纳入研究样本,有助于从长期视角揭示环境司法改革带来的治理效应,明
晰了在绿色导向的审计市场构建中环境司法改革的重要影响.

第二,揭示了环境司法改革对审计质量和审计延迟的治理效应.已有研究侧重于关注环境制度

对审计费用的影响[４][８],缺乏对审计质量和审计延迟的分析.环保法庭设立带来的环境司法改革不

仅会对审计费用发挥治理效应,还会对审计质量与审计延迟发挥治理效应.审计费用侧重关注审计

市场的交易成本,而审计质量与审计延迟主要关注审计市场的信息传递.本文发现,环境司法改革能

提高审计质量和缩短审计延迟,这有助于审计市场向利益相关者传递更准确和更及时的企业会计信

息,揭示了环境司法改革在审计市场的信息传递中的治理作用.
第三,明晰了环境司法改革治理异常审计费用的潜在机制及其有效性边界.本文从“风险工具”

和“治理工具”两个方面构建了环境司法改革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理论框架,发现环保法庭设立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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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治理工具”,其治理机制在于促进企业从污染减排的前端绿色创新、中端环境管理和后端环保投资

三个环节优化环境行为,进而减少环境事项引起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这一分析明晰了环境司法

改革治理异常审计费用的潜在机制.同时,本文从司法环境、行政干预和环境执法的宏观制度层面,
市场竞争和污染特质的中观行业层面,产权性质和公司治理的微观企业层面探究了环境司法改革治

理异常审计费用的边界效应,为协同环境司法改革、企业环境决策与审计师环境事项审计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风险导向审计理论强调审计师需要以风险为导向,通过系统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
以确保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风险导向审计理论不仅适用于经济事项审计,也适用于环境事

项审计[３][４].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１６３１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环境事项的考虑»,注
册会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应当考虑可能导致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环境事项.当环境事项审计

风险较高时,审计师需要额外的审计资源投入和面临额外的审计失败风险[１][２],从而产生异常审计费

用.在审计投入层面,较高的环境事项审计风险需要审计师实施额外的审计程序[３],如利用环境专家

工作以及执行分析程序等,这些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成本和咨询成本,从而促使审计师收取高于正常

水平的审计费用,以弥补审计投入的增加.在失败风险层面,较高的环境事项审计风险需要审计师承

担更高的审计失败风险[４],如未发现未来环境恢复义务导致的大额预计负债以及未发现未决环境诉

讼引起的大额损害赔偿等,从而促使审计师在正常水平的基础上收取额外的审计费用.然而,环保法

庭设立既可能作为一种“风险工具”,以提高异常审计费用,也可能作为一种“治理工具”,以降低异常

审计费用,下面具体分析两种可能性.
第一,环保法庭设立不会促使企业优化环境行为,从而提高异常审计费用,表现为“风险工具”假

说.环保法庭设立以后,企业环境诉讼风险会明显增加[９][１０].环保法庭设立能改善环境司法效能,
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出台环境司法指引规范环境司法程序,通过增加环境知识储备健全环

境司法队伍,通过推进环境案件整合优化环境案件审理,从而提高环境司法效率;二是将基层人民法

院的环境司法权力整合至中级人民法院,降低政府行政干预,从而提高环境司法力度.当环境司法效

能改善后,利益主体进行环境诉讼的意愿和能力均会提高.在主观层面,利益主体的环境意识增强,
更加关注企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利益损害,促使其更有意愿进行环境诉讼.在客观层面,司法保障有

力,诉讼成本降低,诉讼结果的可预期性增强,使利益主体更有能力进行环境诉讼.虽然企业面临的

环境诉讼风险明显提高,但当环境违法成本小于环境治理成本时,企业会出于成本收益权衡的考虑而

选择放弃环境行为优化,进而使审计师的环境事项审计风险提高,收取高于正常水平的审计费用.因

而,环保法庭设立会提高异常审计费用.
第二,环保法庭设立会促使企业优化环境行为,从而降低异常审计费用,表现为“治理工具”假说.

根据合法性理论,企业行为需要符合社会所构建的价值体系[１１],当不满足社会价值体系时,企业将难

以维持生产经营.随着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合法性压力也

持续增加.在此背景下,环保法庭设立进一步强化了该类外部压力,从而激励企业主动优化其环境行

为.企业环境行为优化主要包括绿色创新、环境管理和环保投资三个部分,分别对应企业污染减排的

事前、事中和事后环节,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污染减排效应,绿色创新能帮助企业突破绿色技

术瓶颈,从源头上减少污染产生[１２];环境管理能帮助企业识别、评估、分析和应对潜在的环境风险,从
过程中防控污染超标排放[３];环保投资能帮助企业将污染排放降低至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以下,满足

环境法律法规要求[１３],从而抑制环保法庭设立引起的经营成本压力增加.二是信号传递效应,绿色

创新能增强企业环境竞争力[１４],环境管理能优化企业环境控制流程[３],环保投资能增强企业污染减

排能力[１３],从而降低环保法庭设立引起的社会声誉压力.
当企业环境行为优化后,其议价能力将随之提升,同时审计师的审计成本会降低,两者均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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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异常审计费用.从企业的议价能力来看,拥有良好环境行为的企业对审计师而言是优质客户,这
些企业存在较低的与环境事项相关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４],主要表现为:一是这些企业能满足环

境法律法规要求,降低环境诉讼对财务报表引起的潜在不利影响;二是这些企业拥有良好的社会声

誉,获得广泛的投资者认可,无需进行盈余操纵便可满足投资者的利润预期.因而,在审计费用谈判

过程中,拥有良好环境行为的企业能掌握主动权,降低异常审计费用.从审计师的审计成本来看,当
企业环境行为优化后,审计师的审计成本会减少[３],促使其不会要求额外的审计费用,主要表现为:一
是审计师仅需较少的审计投入就能获取与环境事项相关的充分且适当的审计证据,不会要求额外的

人力成本补偿;二是企业与环境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减少,审计师不会要求额外的风险成本补偿.因

而,在审计费用谈判过程中,审计师无需对拥有良好环境行为的企业收取额外的审计费用,进而降低

异常审计费用.因此,环保法庭设立会降低异常审计费用.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竞争性假设.

Ha:若“风险工具”假说成立,环保法庭设立会提高异常审计费用.

Hb:若“治理工具”假说成立,环保法庭设立会降低异常审计费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２００５—２０２３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剔除金融业、资不抵债(财务杠杆

大于１)、上市异常(ST、∗ST、PT等)以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４６５１３个“企业—年份”观测值.
环保法庭数据来自各个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官方网站;异常审计费用和控制变量数据来自希施玛

(CSMAR)数据库和万得(Wind)数据库.为减少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１％的缩

尾处理.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不同城市设立环保法庭的时间不同,因而本文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环保法庭设立对异常审

计费用的影响,构建模型(１).

ABFEEi,t＝α０＋α１ECRTi,t＋γControlsi,t＋Firm＋Year＋μi,t (１)
模型(１)中,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α０表示常数项,α１和γ表示估计系数.ABFEE表示异常

审计费用,ECRT表示环保法庭,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Firm 和 Year分别表示个体和年份的固定

效应,m表示随机扰动项.

１．异常审计费用(ABFEE).借鉴已有研究[１５][１６],本文构建模型(２),使用该模型的残差(实际审

计费用与预测的正常审计费用之差)作为异常审计费用(ABFEE)的代理指标.

FEEi,t＝β０＋β１SIZEi,t＋β２LEVEi,t＋β３ROAi,t＋β４CATAi,t＋β５IVTAi,t

＋β６RCTAi,t＋β７LOSSi,t＋β８PUNMi,t＋β９ICWi,t＋β１０AFCi,t＋β１１BIG４i,t

＋β１２OPINi,t＋Year＋Indu＋μi,t (２)
模型(２)中,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β０表示常数项,β１、β２、β３􀆺􀆺β１２表示估计系数.被解释

变量FEE表示实际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解释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E)、资产

报酬率(ROA)、流动资产占比(CATA)、存货占比(IVTA)、应收账款占比(RCTA)、企业亏损

(LOSS)、违规处罚(PUNM)、内控缺陷(ICW)、事务所变更(AFC)、事务所类型(BIG４)以及审计意见

(OPIN)[１５][１６],并控制年份效应(Year)和行业效应(Indu).

２．环保法庭(ECRT).参考已有文献[６][７],本文构建环保法庭设立的虚拟变量识别环保法庭

(ECRT),当企业所在城市设立了环保法庭,则设立当年及以后年份ECRT取１,否则取０.

３．控制变量(Controls).参考已有研究[１５][１６],本文控制以下三大方面因素:(１)企业基本特征,包
括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E)、资产报酬率(ROA)、产权性质(SOE)和企业亏损(LOSS);
(２)企业治理因素,包括两职合一(DUAL)、董事会规模(DIRE)、独立董事比例(INDE)和股权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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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１);(３)审计因素,包括事务所类型(BIG４)、审计意见(OPIN)和审计业务复杂度(COMP).以

上变量的详细说明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说明

类型 　名称 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异常审计费用 ABFEE 模型(２)的残差

解释变量 环保法庭 ECRT 当企业所在城市设立了环保法庭,则设立当年及以后年份取１,否则取０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财务杠杆 LEVE 总负债/总资产

资产报酬率 ROA 净利润/总资产

产权性质 SOE 国有控股取１,否则取０
企业亏损 LOSS 净利润为负时取１,否则取０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时取１,否则取０
董事会规模 DIRE 董事会人数,取自然对数

独立董事比例 INDE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股权制衡 TOP１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

事务所类型 BIG４ 事务所为国际“四大”时取１,否则取０
审计意见 OPIN 标准审计意见取１,否则取０
审计业务复杂度 COMP (存货＋应收账款)/总资产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２汇报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异常审计费用(ABFEE)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

为 ０．０１８和 ０．０１７,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０．９２８和１．０１７,这表明从整体来看,半数以上企业存在

负向异常审计费用,但从程度来说,正向异常审计费用的问题更严重.环保法庭(ECRT)的平均值为

０．３９１,表明约有３９．１％的研究样本受到环保法庭设立的影响.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已

有文献基本一致,不再赘述.
　表２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ABFEE ４６５１３ ０．０１８ ０．３５５ ０．９２８ ０．０１７ １．０１７

ECRT ４６５１３ ０．３９１ ０．４８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SIZE ４６５１３ ２２．１０２ １．２８３ １９．７４６ ２１．９０７ ２６．１５５

LEVE ４６５１３ ０．４２０ ０．２０５ ０．０５１ ０．４１４ ０．８９５

ROA ４６５１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６４ ０．２１８ ０．０４０ ０．２１９

SOE ４６５１３ ０．３５４ ０．４７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LOSS ４６５１３ ０．１２０ ０．３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DUAL ４６５１３ ０．２８１ ０．４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DIRE ４６５１３ ２．１２５ ０．２０１ １．６０９ ２．１９７ ２．７０８

INDE ４６５１３ ０．３７５ ０．０５３ ０．３００ ０．３５３ ０．５７１

TOP１ ４６５１３ ０．３４４ ０．１４９ ０．０８６ ０．３２２ ０．７４２

BIG４ ４６５１３ ０．０５９ ０．２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OPIN ４６５１３ ０．９７３ ０．１６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COMP ４６５１３ ０．２６３ ０．１５８ ０．００９ ０．２４４ ０．７２０

　　(二)基准回归

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为观察实证结果对控制变量的敏感性,本文逐步放入控制变量.
列(１)至列(４)显示,环保法庭(ECRT)对异常审计费用(ABFEE)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０２３、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和 ０．０２２,表明环保法庭设立会降低异常审计费用.列(４)显示,当 ECRT 变化一个标准差

时,ABFEE变化 ３．０％(０．０２２×０．４８８/０．３５５)个标准差,表明环保法庭设立会降低异常审计费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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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论具有经济显著性.以上结果表明,环保法庭设立是一种“治理工具”,而不是一种“风险工具”,
表现为环保法庭设立能提高企业的议价能力和降低审计师的审计成本,从而降低异常审计费用.即

Ha未被证实,Hb被证实.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ABFEE ABFEE ABFEE ABFEE

(１) (２) (３) (４)

ECRT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２∗∗∗

(２．９５２) (２．８９７) (２．９３１) (２．８２０)
企业基本特征 No Yes Yes Yes
企业治理因素 No No Yes Yes
审计因素 No No No Yes
FirmFE Yes Yes Yes Yes
YearFE Yes Yes Yes Yes
N ４６５１３ ４６５１３ ４６５１３ ４６５１３
Adj．R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计算时使用城市层面的聚类标准误.下表同.

　　(三)稳健性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为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本文进行动态效应分析,构建变量ECRTn,指
环保法庭设立前后的第|n|年,n包括 ５、４、３、２、０、１、２、３、４和５.本文将参考年份设定为环保法

庭设立的前一年.为提高估计效率,本文将环保法庭设立前后第６年及以上的处理效应进行端点(前
后第５年)合并,并使用ECRTn 替换基准回归模型(１)中的ECRT,进行多期双重差分回归,结果如图

１所示.结果表明,处理组的异常审计费用在环保法庭设立前与控制组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印证了

本文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２．异质性稳健估计.为缓解异质性处理效应的影响,本文参考现有研究进行异质性稳健估

计[１７],结果如图２所示.结果表明,在环保法庭设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异常审计费用没有明显差

异,但在环保法庭设立后,处理组的异常审计费用明显低于控制组,这意味着使用异质性稳健估计后,
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图１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图２　异质性稳健估计结果

　　３．安慰剂检验.为排除其他随机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进行安慰剂检验:随机分配环保

法庭设立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生成虚构外生冲击变量,并重复１０００次,观察回归系数及其P值的概

率密度.结果表明,虚构外生冲击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匀地分布在y轴的两侧,并且远离真实回归系数

(０．０２２),表明“环保法庭设立会降低异常审计费用”这一结论不受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再次印证了

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４．倾向得分匹配.为缓解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主要步骤如下:以控制变量

为协变量,寻找与环保法庭设立的处理组关键特征相似的控制组,使两组的关键特征尽可能保持一

致.表４列(１)和列(２)表明,环保法庭设立对异常审计费用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本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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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样本自选择问题的影响.

５．更换指标.为降低变量衡量偏差问题,本文使用实际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

替代指标(FEE)[１][２].理论上,环保法庭设立既会导致企业异常审计费用降低,也会导致企业实际审

计费用降低.表４列(３)表明,环保法庭设立降低了企业实际审计费用,从而补充印证了本文结论的

可靠性.

６．排除替代性解释.环保法庭设立会促使企业优化环境行为,从而降低异常审计费用,但环保法

庭设立也可能促使企业更换低质量会计师事务所来规避审计风险,从而降低异常审计费用.为排除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替代性解释,本文构建如下变量:会计师事务所变更(CHANGE),当企业变更了

会计师事务所时取１,否则取０;会计师事务所低质量变更(LCHANGE),当企业变更为低质量会计师

事务所时取１,否则取０,其中低质量会计师事务所指非国际“四大”和国内“八大”的会计师事务所.
表４列(４)和列(５)表明,环保法庭设立没有引起企业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更没有引起企业变更为低质

量会计师事务所,从而排除了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替代性解释.

７．控制高维固定效应.为进一步控制行业和地区因素的影响,本文补充控制行业与年份以及省

份与年份的高维固定效应(Indu×YearFE、Prov×YearFE).表４列(６)表明,控制高维固定效应

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表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倾向得分匹配

１∶１ １∶２

ABFEE ABFEE

(１) (２)

更换指标

FEE

(３)

排除替代性解释

CHANGE LCHANGE

(４) (５)

控制高维固定效应

ABFEE

(６)

ECRT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２．８９７) (２．７４７) (２．７９３) (０．７６４) (０．９２１) (２．３１９)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YearFE No No No No No Yes

Prov×YearFE No No No No No Yes

N ２８７３５ ３５２１８ ４６５１３ ４６５１３ ４６５１３ ４６５１３

Adj．R２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２ ０．７１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７

五、影响机制分析

上文研究表明,环保法庭设立的“治理工具”假说占据主导效应,表现为异常审计费用降低.环保

法庭设立会促使企业优化环境行为,这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议价能力,还有助于降低审计师的审计

成本,从而降低异常审计费用.企业环境行为优化主要表现为前端环节的绿色创新加强、中端环节的

环境管理改善和后端环节的环保投资提高.
(一)前端环节:绿色创新机制

绿色创新机制指环保法庭设立会促使企业加强绿色创新,从根源上防范环境诉讼风险,从而降低

异常审计费用.为分析绿色创新机制,本文从绿色专利申请角度衡量绿色创新[１２],分别使用与环境

保护相关的专利申请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和非发明专利申请量加１的自然对数衡量(GPAT_all、

GPAT_inv、GPAT_oth),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表５列(１)至列(３)表明,环保

法庭设立会促进企业加强绿色创新,进而降低异常审计费用.
(二)中端环节:环境管理机制

环境管理机制指环保法庭设立会促使企业改善环境管理,在生产过程中防范环境诉讼风险,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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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异常审计费用.为探讨环境管理机制,本文从“是否”和“程度”两个角度衡量企业环境管理[１８],
一是使用是否通过ISO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作为“是否”层面的代理指标(EMNG_if),二是基于

ISO１４００１环境管理体系的具体要求,从环境战略、环境计划、环境支持、环境运行、环境评价和环境改

进六大方面构建评价体系,当建立了相应环境管理子流程时取１,否则取０,并加总再加１后取自然对

数作为“程度”层面的代理指标(EMNG_ll).数据来自企业年度报告和企业专项报告.表５列(４)和
列(５)表明,环保法庭设立会促进企业改善环境管理,进而降低异常审计费用.

(三)后端环节:环保投资机制

环保投资机制指环保法庭设立会促使企业提高环保投资,从尾端上防范环境诉讼风险,从而降低

异常审计费用.为分析环保投资机制,并考虑到企业规模的影响,本文从相对比例角度衡量环保投

资[１９],使用环保投资分别与总资产和总营业收入的比值作为代理指标(EINV_ast、EINV_rvn),数据

来自企业财务报表和在建工程附注.表５列(６)和列(７)表明,环保法庭设立会促进企业提高环保投

资,进而降低异常审计费用.
　表５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绿色创新机制

GPAT_all GPAT_inv GPAT_oth

(１) (２) (３)

环境管理机制

EMNG_if EMNG_ll

(４) (５)

环保投资机制

EINV_ast EINV_rvn

(６) (７)

ECRT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５∗∗∗ ０．１１４∗∗∗ ０．３２８∗∗∗

(３．２８１) (４．０７５) (２．６６３) (２．９２６) (２．６５９) (２．８９１) (３．１０６)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４６５１３ ４６５１３ ４６５１３ ４６５１３ ４６５１３ ４６５１３ ４６５１３
Adj．R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２ ０．３６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５

六、异质性分析

(一)宏观制度层面:司法环境、行政干预和环境执法

１．司法环境.较差的司法环境会降低环境司法效率[６].在审判层面,较差的司法环境会导致环

境案件难以进行专门化审理,如缺少环境审判人员以及缺乏可靠的环境数据等,从而降低环境司法审

判效率.在执行层面,较差的司法环境会导致环境案件出现执行难问题,如缺少环境执法人员以及缺

乏环境执法信息等,从而降低环境司法执行效率.环保法庭设立通过完善环境司法程序和培养环境

司法队伍,能弥补较差司法环境的不足,从而更好地督促企业优化环境行为,治理环境事项审计风险

引起的异常审计费用上升.因此,本文推断,在司法环境较差的地区,环保法庭设立更能降低异常审

计费用.为验证上述推断,本文使用各个省(市、自治区)市场化指数中的法律环境子指数作为司法环

境的正向代理指标,并根据其中位数进行样本划分.表６列(１)和列(２)表明,环保法庭设立对异常审

计费用的负向影响在司法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

２．行政干预.较强的行政干预会损害环境司法效能[５].为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会干

预环境司法,使司法部门降低环境司法力度.对司法审判而言,地方政府会要求司法部门对环境案件

不予受理或拖延立案,以保护污染企业不受损失.对司法执行而言,地方政府会要求司法部门对环境

案件不执行或延期执行,以保障污染企业正常经营.环保法庭设立将基层人民法院的环境司法权力

整合至中级人民法院,能减少基层地方政府对当地环境司法的行政干预,提升环境案件的审判与执行

效率,从而抑制环境事项审计风险引起的异常审计费用上升.因此,本文推断,在行政干预较强的地

区,环保法庭设立更能降低异常审计费用.为检验上述推断,本文使用各个省(市、自治区)市场化指

数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子指数作为行政干预的负向代理指标,并根据其中位数进行样本划分.表６
列(３)和列(４)表明,环保法庭设立对异常审计费用的负向影响在行政干预较强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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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环境执法.较松的环境执法会降低企业环境合规压力[２０].较松的环境执法会引起处罚力度

较小以及处罚频率较低等问题,从而难以对企业环境行为形成有效的约束和震慑.在处罚力度上,较
小的处罚力度会导致企业环境违法成本低于环境合规成本,且单一环境处罚方式难以对企业环境行

为形成严厉的长效约束,从而促使企业“以罚代治”.在处罚频率上,较低的处罚频率会促使企业产生

环境短视行为,存在环境责任履行的侥幸心理.环保法庭设立则有助于弥补较松环境执法存在的震

慑力和约束力不足的问题,并监督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行为,从而抑制环境事项审计风险引起的异常

审计费用提升.因此,本文推断,在环境执法较松的地区,环保法庭设立更能降低异常审计费用.为

检验上述推断,本文使用各个省(市、自治区)环境行政处罚数量的自然对数作为环境执法的正向代理

指标,并根据其中位数进行样本划分.表６列(５)和列(６)表明,环保法庭设立对异常审计费用的负向

影响在环境执法较松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
　表６ 司法环境、行政干预和环境执法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司法环境

较差 较好

ABFEE ABFEE

(１) (２)

行政干预

较弱 较强

ABFEE ABFEE

(３) (４)

环境执法

较松 较严

ABFEE ABFEE

(５) (６)

ECRT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２
(３．４０８) (０．４５２) (０．８０８) (２．５７９) (３．５２０) (０．２０３)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２３４８９ ２３０２４ ２３０３５ ２３４７８ ２３４６１ ２３０５２
Adj．R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５
系数差异 (１)(２)＝ ０．０４１∗∗∗ (４)(３)＝ ０．０１８∗∗ (５)(６)＝ ０．０４３∗∗∗

　　(二)中观行业层面:市场竞争和污染特质

１．市场竞争.处于不同市场竞争程度行业中的企业面临差异化的成本压力和替代压力.在成本

压力层面,激烈的市场竞争意味着产品同质化严重,会导致企业对经营成本的变化更加敏感,面临更

大的成本压力.环保法庭设立会增加企业环境诉讼成本,这会促使企业更积极地优化环境行为,以降

低潜在的环境诉讼风险,从而降低异常审计费用.在替代压力层面,激烈的市场竞争还会导致供应商

和客户的转换成本降低[２１],使这些上下游企业更容易转向其他企业,提高企业替代压力.面对环保

法庭设立引起的环境诉讼压力增加,企业更倾向于优化环境行为,以塑造绿色竞争力[２２],从而增加上

下游企业的转换成本,增强不可替代性,从而降低异常审计费用.因此,本文推断,在市场竞争激烈的

行业,环保法庭设立更能降低异常审计费用.为检验上述推断,本文使用收入赫芬达尔指数作为市场

竞争的代理指标,衡量方法为分年份计算企业营业收入占行业营业收入总额比重的平方和.该指标

越小,表明市场竞争越激烈.然后,根据其中位数进行样本划分.表７列(１)和列(２)表明,环保法庭

设立对异常审计费用的负向影响在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更显著.

２．污染特质.不同污染特质行业的企业面临差异化的监管压力和环境关注.在环境监管层面,
与轻污染行业的企业相比,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污染排放总量大且毒性强,这会导致其受到更强的环境

监管[１０].环保法庭设立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面临更高的环境诉讼风险,这会对其施加更大的环境

合法压力,促使其优化环境行为,从而降低异常审计费用.在环境关注层面,由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

生产经营特性,其会受到来自媒体、公众和投资者等利益主体更强的环境关注[２３],这会督促企业履行

环境责任.环保法庭设立会引起利益主体加强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的环境关注,对其施加更大的环境

合规压力,从而促使其改善环境行为,降低异常审计费用.因此,本文推断,在重污染行业,环保法庭

设立更能降低异常审计费用.为检验上述推断,本文根据«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
办函〔２００８〕３７３号)进行样本划分.表７列(３)和列(４)表明,环保法庭设立对异常审计费用的负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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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中更显著.
(三)微观企业层面:产权性质和公司治理

１．产权性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考核机制和经营成本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考核机制层

面,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是多方面的,考核内容既包括财务绩效和经济增加值等经济业绩,也
包括环境绩效等非经济业绩[２４];股东对非国有企业的考核往往是单方面的,侧重经济业绩,忽视环境

业绩,普遍存在环境短视行为[１９].面对环保法庭设立引起的环保压力增加,非国有企业更有动力优

化环境行为,降低异常审计费用.在经营成本层面,国有企业所处的行业往往具有垄断性质[２５],掌握

着产品定价权,导致其对经营成本的变化不敏感;非国有企业通常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对经

营成本的变化具有高度敏感性.面对环保法庭设立引起的环境诉讼成本增加,非国有企业更有动力

优化环境行为,降低异常审计费用.因此,本文推断,对于非国有产权的企业,环保法庭设立更能降低

异常审计费用.为检验上述推断,本文根据最终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性质进行样本划分.表７列(５)和
列(６)表明,环保法庭设立对异常审计费用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产权的企业中更显著.

２．公司治理.不同公司治理水平的企业在监督激励和信息透明度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监督激

励层面,较差的公司治理难以对管理层环境短视行为进行有效监督,这会促使管理层倾向于牺牲环境

效益以追求经济效益,从而损害企业价值[１４].环保法庭设立增加了管理层环境短视行为的机会成

本,从而促使管理层优化环境行为,降低异常审计费用.在信息透明度层面,公司治理较差的企业环

境信息透明度较低,这会增加审计师的审计风险[４],从而提高企业异常审计费用.环保法庭设立使企

业更多的环境负面消息暴露出来,提高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度,这能减少审计师的审计风险,降低异常

审计费用.因此,本文推断,对于公司治理较差的企业,环保法庭设立更能降低异常审计费用.为检

验上述推断,本文选取董事长与总经理职务分离、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第
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及前三位高管的薪酬之和八个指标构建公司治理评价体

系[２６],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公司治理综合指数,该值越大,表明公司治理越好,再根据其中位数

进行样本划分.表７列(７)和列(８)表明,环保法庭设立对异常审计费用的负向影响在公司治理较差

的企业中更显著.
　表７ 市场竞争、污染特质、产权性质和公司治理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市场竞争

平稳 激烈

ABFEE ABFEE

(１) (２)

污染特质

轻污染 重污染

ABFEE ABFEE

(３) (４)

产权性质

国有 非国有

ABFEE ABFEE

(５) (６)

公司治理

较差 较好

ABFEE ABFEE

(７) (８)

ECRT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２
(０．９６０) (３．９５１) (０．８０５) (３．０９８) (１．０８９) (２．６８４) (２．９９２) (０．１４４)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２３６３０ ２２８８３ ３３０２０ １３４９３ １６４６２ ３００５１ ２４７００ ２１８１３
Adj．R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９
系数差异 (２)(１)＝ ０．０５２∗∗∗ (４)(３)＝ ０．０３６∗∗∗ (６)(５)＝ ０．０３８∗∗∗ (７)(８)＝ ０．０３４∗∗∗

七、拓展性分析

结合环保法庭设立影响异常审计费用的内在机理,本文进一步分析环保法庭设立对审计风险、审
计质量和审计延迟的影响.

(一)审计风险

环保法庭设立会促使企业从绿色创新、环境管理和环保投资三个方面优化环境行为,从而减少审

计师的环境事项审计风险,降低异常审计费用.那么,审计师的环境事项审计风险真的降低了吗?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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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创新、环境管理和环保投资等企业环境行为既可能是一种策略性行为,也可能是一种实质性行

为[２７].面对环保法庭设立带来的环境司法改革,企业环境行为优化既可能是一种“环保工具”,能实

质性改善企业环境绩效,降低审计师的环境事项审计风险,也可能是一种“信号工具”,难以实质性提

升企业环境绩效,仅为了向外界传递环境合法信号.若“环保工具”假说成立,则表明审计师的环境事

项审计风险明显降低,印证了本文的理论逻辑;若“信号工具”假说成立,则表明审计师的环境事项审

计风险没有降低,表明环保法庭设立下的异常审计费用降低需要审计师承担额外的审计风险.
审计师的环境事项审计风险主要表现在企业环境绩效水平上,当企业环境绩效越好时,审计师的

环境事项审计风险越低.本文使用环境绩效综合得分作为企业环境绩效的代理指标[２８],构建指标

EPS和EPR,其中EPS采用环境绩效评分进行衡量,EPR根据环境绩效评级进行赋值,从“AAA”至
“C”分别赋值９到１,数据来自上海华证指数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证”)公布的环境、社会

和治理(ESG)评分中的环境分项.表８列(１)和列(２)表明,环保法庭设立会改善企业环境绩效,从而

降低审计师的环境事项审计风险.这意味着,在环保法庭设立视角下企业环境行为优化是一种实质

性行为,这既印证了环保法庭设立的治理有效性,也印证了异常审计费用降低的合理性.
(二)审计质量

环保法庭设立会降低企业异常审计费用,但这是否降低了审计质量? 一般而言,低审计费用意味

着审计师投入的审计资源少[２９],进而降低审计质量,但在环境事项审计风险降低的前提下,低审计费

用也能实现高审计质量.环保法庭设立会促使企业改善环境绩效,降低审计师的环境事项审计风险,
从而有助于同时实现审计费用降低和审计质量提高.此外,还可能存在一种情况,环保法庭设立后审

计质量没有明显提高,则环保法庭设立的审计有效性存在局限性.
为探讨环保法庭设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本文从盈余管理(EM)和财务重述(FR)两个方面衡量

审计质量[２９],其中,EM 是根据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性应计盈余绝对值;若财务报表在当年

及后续年份进行财务重述,FR取１,否则取０.表８列(３)和列(４)表明,环保法庭设立会导致企业盈

余管理降低和财务重述减少,从而提高审计质量.这意味着,环保法庭设立改善了审计质量,使企业

会计信息更加准确.
(三)审计延迟

为应对环保法庭的设立,企业实施环境优化行为,因而审计师会减少与环境事项相关的审计程

序,花费较少的审计时间来获取充分且适当的审计证据,进而缩短审计延迟.低审计延迟意味着企业

财务报告可以被更快地披露出来,会计信息的及时性提高.
本文从审计报告时滞(ARL)角度衡量审计延迟[３０],进而研究环保法庭设立对其的影响.ARL

为资产负债表日与审计报告披露日之间的间隔天数,并进行自然对数处理.表８列(５)表明,环保法

庭设立会减少审计报告时滞,使审计延迟缩短.这意味着,环保法庭设立改善了审计效率,使企业会

计信息的及时性提高,增强了利益主体的决策有用性.
　表８ 环境司法改革对审计风险、审计质量和审计延迟的影响

变量

审计风险

EPS EPR

(１) (２)

审计质量

EM FR

(３) (４)

审计延迟

ARL

(５)

ECRT ０．３５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

(２．４３８) (２．１４２) (３．１４３) (１．９８５) (２．３３１)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FE Yes Yes Yes Yes Yes
N ４１６２６ ４１６２６ ４６５１３ ４６５１３ ４６５１３

Adj．R２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９ ０．１５０

　　注:华证ESG数据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因而审计风险的研究样本存在一定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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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结论与启示

环境司法改革既可能作为一种“风险工具”而提高异常审计费用,也可能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而降

低异常审计费用.本文基于环保法庭设立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了环境司法改革对

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环保法庭设立会降低异常审计费用,表明环境司法改革是一

种“治理工具”,而不是一种“风险工具”.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环保法庭设立会促使企业加强前端环节的

绿色创新、改善中端环节的环境管理和提高后端环节的环保投资,从而降低异常审计费用.异质性分析

发现,在宏观制度层面,环保法庭设立对异常审计费用的负向影响在司法环境较差、行政干预较强和环

境执法较松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在中观行业层面,环保法庭设立对异常审计费用的负向影响在市场竞

争激烈和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中更显著;在微观企业层面,环保法庭设立对异常审计费用的负向影响在非

国有产权和公司治理较差的企业中更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环保法庭设立会降低环境事项审计风险,
印证了环保法庭设立的治理有效性和异常审计费用降低的合理性.同时,环保法庭设立能提高审计质

量和缩短审计延迟,表明环保法庭设立优化了审计市场的信息传递.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司法部门推进

环境司法改革、企业改善环境决策以及审计师优化环境事项审计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
第一,司法部门需要推进环境司法建设,弥补司法环境和环境执法的不足,减少环境司法行政干

预,助力审计市场绿色化发展.一是推进环保法庭的全面覆盖,找准环境司法改革的痛点,统一环境

司法标准,组织环境司法培训,提高环境司法效能,助推审计市场绿色化发展.二是运用环保法庭,弥
补环境司法行政干预的劣势,使环境案件得到公平公正地审理,提高环境司法效率和力度,助推审计

市场环保化发展.三是运用环保法庭,弥补环境执法的缺陷,监督环保部门强化环境执法,形成环境

执法与环境司法协同联动的环境治理体系,助推审计市场生态化发展.四是运用环保法庭,健全绿色

导向的市场竞争机制,打造以绿色采购、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绿色服务和绿色物流为一体的绿色市

场,形成生产要素市场、产品市场与审计市场的绿色互动,助推审计市场可持续发展.
第二,企业需要改善环境决策,提升环境绩效,以应对环境司法改革引起的环境诉讼压力增加.

一是面对环保法庭,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求变,从污染减排的前端、中端和后端三个环节优化环境行

为,在绿色创新中推进技术绿色化,在环境管理中推进流程绿色化,在环保投资中推进投资绿色化,降
低环境诉讼风险引起的异常审计费用.二是面对环保法庭,优化绿色导向的公司治理,有效监督和激

励管理层环境行为,抑制管理层环境短视,如实施环境内部审计以及实施与环境绩效挂钩的薪酬制度

等,促使管理层做出有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决策,降低异常审计费用.三是面对环保法庭,重
污染行业、非国有产权和公司治理较差的企业更需要积极采取环保措施,推进绿色化转型升级,以响

应外部利益主体的环保诉求,降低异常审计费用.
第三,审计师需要优化环境事项审计,以防范环境司法改革引起的环境事项审计风险加剧.一是

充分评估环保法庭设立背景下企业环境行为是否明显优化和企业环境绩效是否显著改善,若是,审计

师将面临较低的环境事项审计风险,能降低异常审计费用,并实现更高的审计质量和审计效率;反之,
审计师将面临较高的环境事项审计风险,需要考虑审计业务是否承接以及承接之后的执业风险.二是

利用环境和法律专家工作,识别环保法庭设立背景下的企业环境行为优化是实质性还是策略性,保持必

要的职业谨慎和合理怀疑,推进审计市场绿色化发展.三是编制专门化的环境事项审计工作底稿,建立

常态化的环境事项审计机制,把控环境事项审计风险,降低执业风险,推动审计市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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